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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 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支持。
① 在前农业社会即狩猎社会或牧业社会中，人类逐水草而居，处于不断迁移的状态，很难形

成社区，也不可能划定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边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野下的
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效能改进*

张 翼

提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既是定居化社会向迁居化社会的转型
过程，也是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转型和社区治理结构从“单位办社会”向
“居委会办社会”转型的过程。社区的实体结构与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 在政府以组织建设从供给侧自上而下形塑社区“理想型”的同时，居民也
通过需求侧的“民主协商”建构其预期的“理想型”。社区以居委会为主体，

通过与环境互动形成自身的利益结构。这些因素的动态博弈不断形塑社区
的“营造”动力，使之呈现出治理方式的科层化、社区类型的多元化、社区居
民的异质化、治理经费的财政化等特征，形成了“强他治”与“弱自治”。为平
衡各方需求，就需要在强调组织化和秩序化的同时，较好地平衡“他治”与
“自治”力量，培植“社会协同”和“民主协商”参与渠道，尽快建成“社区办社
会”的治理格局，建设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

关键词: 社区转型 社区治理 社区办社会

社区作为人类生活的基层单元，是一个不断被理论与实践所建构

的对象。在滕尼斯那里，社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相

对固定的居民形成的、深受其文化规范( 宗教) 影响的、与某种生产和

社会交往方式密切联系的、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人类生活

共同体。①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特征在与社会的比较中得到凸显。在定

居化社会，社区居民会经由长期互动而形成以情感和道德规范为调节

手段的、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服从于传统权威的人际交往关系。社会是

工商业时代的产物，在社会中形成的是阶段性的、理性的、以契约为基

础的、服从于法律契约的、以正式组织为团体的人际关系。
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在帕克的带领下发扬光大了社区研究，

将农业社会的社区推进到工业社会，并在城市化的意义上完善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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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区别了不同社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论证了都市结构、空间距离、种
族歧视、文化同化、社会隔离与区位生态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

吴文藻强化了中国的本土化社区研究。作为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

等人在翻译帕克的论文时，将英文的“community”第一次翻译为“社区”。
这个概念既可以泛指工业社区、农业社区、商业社区，也可以专指村落社

区。其虽然含有或明确或相对模糊的地域范围意义，却体现着不同的生

产生活方式，形塑着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因此，来自于学术研究意义的

社区概念，是一个以熟人社会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情感性社会共同体，这

个共同体既具有地缘关系的互助共同体特征，也具有血缘关系的互助共同

体特征( 费孝通，2001)。当然，费孝通之所以对社区如此挂怀，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是，社区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最理想和合适的方式( 张浩，2019)。
作为学术概念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经由社会学恢复重建而突

破理论研究视域，逐步转变为城市的各个区级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指导”
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并取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区概念，将居民委

员会改造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形成了管理与服务意义的科层特征，实现

了社区的实体性与社区居委会的科层性的密切结合。① 在社区之下，又

依照道路、街巷、物业楼宇等小区分布，划分出一定数量的网格，构建出

网格化管理或网格化治理的基层社会格局。② 因此，类行政区域意义的

社区或由“居委会”治理的社区就在“社区建设”中被赋予了双重属性: 既

包含了社会学经典定义的社区意义，也体现着行政管理取向的社区内

涵，在发展其自治能力的同时，也生成了具有清晰边界的他治特征。③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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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社区研究中，学界也有人提出过社区的“脱域化”问题，认为基于一定区域并具有文化

或价值认同感的社区在历史上并不普遍，仅有的也在工业化影响下消失殆尽。
虽然学术研究将认同分类为地域性社区 ( locality-based community) 认同和关系性社区
( relational community) 认同，但这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地域给定的是社区的边界，关系

关注的是基于地域而形成的交往结构。
滕尼斯所说的“社区”，更具有共同体的意义，所以很多人直接将其翻译为共同体，指的

是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建立的为社会记忆、习惯、家族制度等规范的、生
活于一定地域之上的相对固定的有机人群组合。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的基本定义就是

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和礼俗社会意义的社区。这种社区在企业家属院、党政机关单位

大院、事业单位居住区大院中仍然存在。但在商品房形成的“社区”或是房改房“社区”
中，此类社区的特征部分消失，为滕尼斯所定义的社会转变为现实社会中的社区，为涂尔

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社区转变为有机团结社区。所以，传统社区正在为工业化社会的社区

所改造，并使其显示出市场化社区和行政化社区的特征。即使是那些典型的机关家属院

与企业家属院，也在市场化的作用下，通过住房买卖与住房出租等各种交易形成了陌生

人社会对熟人社会的嵌入式解构特征。



如费孝通所说，“城市社区管理的这种行政体制完全是中国式的”( 费

孝通，2001) 。
因此，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越来越依托社区居委会来进行。① 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社会管理逐

渐转型为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为顺应基层社会构成的结构变迁，社区管

理也随之转型为社区治理，并在基层发挥秩序化与服务供给的双重职

能。中国城市社会居民区意义的社区概念，与基于西方背景形成和演

化的社区概念存在重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以学术传统中

的社区理论去指导行政治理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而应以社会发展与社

会变迁的客观现实为基础，重新认识城市居民区的现代化过程，赋予社

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法治渠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社区的组织

化有效承担了防控任务，监测了人口流动轨迹，阻断了传染源，隔离了

疑似病例，输入了心理辅导渠道，减少了各种损失，迅速恢复了生活秩

序，推进了复产复工复学进度，迎来了积极向好发展局面，显示了应急

化时期中国式社区治理的巨大优势。但在看到已取得成绩的同时，还

应坦诚分析疫情大考所暴露的治理短板——尤其是在“封城封街巷”和“封

社区”时期的治理短板。避免“一刀切”与“政府做、群众看”现象，避免

重“宣传图挂上墙治理”与“标语治理”但轻机制建设现象，避免居委会

唱“独角戏”与“填表式治理”现象，避免“从良好愿望出发的违法治

理”现象，而是切实以居民为中心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并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新征程中继续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与

顶层设计，推进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继续向基层下移，使社区成为国家

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在“十四五”时期更好地

释放治理效能，与时俱进地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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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层社会的治理”与“基层的社会治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学

者们不加区分地解读“基层社会治理”的含义，但“基层社会”仍然处于理论建构之中，而
“基层的社会治理”则有相对明确的含义。党的十七大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成为

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特指行政村居民和社区居民这两个基层“群众”的自治。因

此，“基层社会治理”所说的自治德治法治等针对的是“基层的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所指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本意，也应该是“构建基层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而不应该是“构建基层社会的治理新格局”。因为其中涉及的“自治”的表

述只能在行政村与城市社区层面自治。



一、从“单位办社会”到“居委会办社会”:

传统“社区”转型为“社会社区”

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小康社会的建成过程中，随着中国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原来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化社会也迅速转

变为迁居化社会，这使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并呼唤形成新型城镇化过程

的常住人口治理模式。在这种历时变化中，城市的基层社会———社区

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基层社会组织方式从单位制下的“街居制”和“家属院制”转

变为“社区制”，“单位办社会”转型为“居委会办社会”。中国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初期实施的街道—居委会管理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转型为街道—社区制管理模式。社区居委会既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组

织，也是体现政府和街道意志的他治组织。居委会下的各个居民小组

及其楼宇成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在单位制逐步解体过程中，“单

位办社会”现象通过国有企业的改制逐渐让位于市场，使“单位人”转
变为“社会人”和“市场人”。又因市场缺少类似组织而不能完全承接

企业所办社会之职能，而不得不寻找新的代理机构。在改革过程中，街

道与居委会逐渐被赋予承接管理区域内“单位办社会”的职能，转变为

集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组织，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基层“居委会

办社会”现象。① 在城市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中，因不同小区居民的收入

不同、物业环境不同、居民对其生活质量的预期不同，其对社区服务的

要求也不同，因而在回应居民需求中成长起来的各个社区的管理方式

与能力也不同。即使在同一社区，不同物业小区的服务质量与能力也

存在重大区别。与此同时，有些城市撤销了街道这个政府的派出机构，

而将社区工作直接归属于区级政府的“指导”之下，将街居制转变为

“区政府—社区制”。还有些城市在党建引领下，直接将社区发展与社

区治理职能划归各级党委，并在党委部门专门成立“社区发展治理委

员会”，以“党委—社区制”应对日益变化的治理要求。在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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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有企业改制与非盈利职能剥离、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农民工向城市流动、非公经济崛

起、居民生活区重建、城市房地产市场向周边地区开拓等都在“单位办社会”消解之后呼

唤新的功能替代实体。



社区的自治功能和他治功能都具有强化趋势。“居委会办社会”的背

后，体现着“政府办社会”或者“党委办社会”的特征———没有党政相关

部门的组织支持与财政支持，社区难以完成当前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

责( 张翼，2019) 。在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城市的各个社区

应不同部门的渠道性要求而建立了相应的承接机构，形成“一站式”的
“办事大厅”，将少则二十多个、多则六十多个承接组织齐集于居委会

主任或支部书记的领导之下。为加强组织效力，居委会及其所属机构

的科层化成为必然。有些街道为其社区党支部 /党委书记或居委会主

任或其他服务机构负责人赋予了科级或类似行政级别，使其“能够名

正言顺”地领导“居委会办社会”的各项工作。虽然社区也登记了很多

自发生成的社会组织，但因其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也缺少成熟的组织

管理经验而无力发挥应有的治理作用。社会组织越弱，“居委会办社

会”的特征就越强。如果说“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那么，社

区居委会则更像是政府的基层延伸。① 社区居委会的科层化，更多体

现的是其行政化( 李友梅，2002) 。正因如此，费孝通才说，“居委会作

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基础，在法律上是一种自治性群众组织，但在实践

中执行街道行政机构下达的各项具体任务，人们称它为一种半官方的

群众组织”( 费孝通，2001) 。
第二，在社区类型多元化的同时，社区内部居民也从同质化向异质

化转型。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社区居委会由原居委会、新建居民小区社

区居委会、机关事业单位家属区、大型企业家属区、城中村等物业小区、
棚户区小区所组成( 李国庆，2019 ) 。社区由此可以分为城市社区、工
矿社区、农村社区和城乡结合部社区。② 在社区类型多元化的同时，社

区内部居民构成也日益多元化。土地开发的碎片化、住房的金融化与

住房市场的级差地租构成将不同支付能力的居民住房选择结构化为高

档商品房小区、一般商品房小区、工矿小区和老旧小区等，并以消费等

级将居民“小区化”为不同的阶层———社会阶层被明确地标签化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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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区的科层性和行政性，由其组建的基本原则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

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

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
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解构了原有传统农村社区形态。非农化扩大了社区的地域边

界，改变了社区居民的生产与交往方式，同时，也通过外来农业企业的进入改变了农村居

民的同质结构。



域化了。小区的围墙形成了社区内的隔离，这种隔离既是市场配置的

结果，也是社区内部不同小区居民选择的结果。同一社区内部小区之

间的阶层差距越大，较高阶层小区居民的围墙需求与安全意识就越强

烈。高档小区对中低档小区的隔离需要感越高，社区内部不同小区居

民的融合难度就越大。于是，原有社区生活的同类化转变为社区内部

异质性居民的互嵌化。① 与此同时，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流动过

程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混居化，社区人口的熟人化、亲缘化转变

为业缘化和陌生人化，社区的居民化转化为社区的职业化和市场化。
传统社区经常发生的面对面的、具有情感联系的街坊邻居型人际交往

随之转变为缺少互动的、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关系的市场交换性交往。
在很大程度上，契约关系代替了伦理关系成为治理的重要基础，具有行

政区划意义的社区更多表现为滕尼斯所说的“社会”特征 ( 李友梅，

2002) 。② 在社区行政化过程中，城中村的村民，因为路径依赖的利益

配置关系而分化为“一社两治”( 一个社区两种治理模式) 和“一家两

制”( 一个家庭两种成员归属———部分家庭成员选择城市居民制，部分

家庭成员选择农村居民制) 的身份结构。依照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居民

的自愿选择，愿意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居民被划归社区居委会，而愿意保

留农村户籍的居民仍然置于村民委员会。为节约治理成本，有些城中

村形成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建制模式，有些城中村则干脆“双轨

并行”，还有一些城中村形成了“社区制”和“经济组织制”两个不同类

型的治理主体———以居委会管理流动人口，以经济组织管理本村或本

居委会人口。在个人与家庭的利益偏好选择中，城市政府设计出结构化

整合渠道，诱引个人和家庭适应政府、社会与市场。因此，“社区”转型为

“社会”的过程与“单位办社会”转型为“居委会办社会”的过程是同步发

生的。
第三，社区生活的同质化转型为多样化和个性化。城镇化与城镇

常住人口的增加提升了社区的人口密度，造成高楼大厦内居民文化需

求、宗教信仰、阶层归属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在日常生活中，

居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对社区居委会和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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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使是农村社区，也在工业化过程中日渐异质化，比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就论述过乡

土中国的农工商混合经济模式，详见费孝通，2007。
李友梅曾经指出，“城市基层社区生活越来越显露出它的社会性”，详见李友梅，2002。



的依赖程度。市场化需求的发育及其细分的类型化服务，打破了社区

的区划边界。但各个物业小区为维护环境、安保以及确保幼儿园、体育

活动设施等集体物品的安全性，却在日益强化边界的隔离性和管理的

封闭性。互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的使用不是冲破物业小区的围墙，

而是为小区的身份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全景式”技术支持。社区居

民在物业小区内部，易于形成基于业主而进行的利益互动。在居民的

陌生人化过程中，居民对小区的认同强于对社区的认同。在高档小区、
中档小区和低档小区等分类逐渐细化、封闭性管理日益强化的背景下，

社区工作人员只能靠政府的权力配置才能进入小区。小区的封闭性与

社区的进入性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张力: 即使在同一开发商开发的

小区中，也经常将商品房小区和回迁房小区隔离开来。尽管只有一墙

之隔，但居民的阶层归属及其获得的物业服务质量差别较大。
第四，社区的“在地化”获益权转型为“在地化”与“非在地化”并

存的获益权。在城镇化过程中，社区的集体资产或集体所有制改制过

程中遗留的村委会和居委会所属产权资产均转型为新的社区经济组

织，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具有利益获致的再分配性质。分配不当会影

响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原社区成员以社区户籍身份为资格形成的剩余

索取权只能由原居民继承。为保证剩余索取权的延续，相当一部分城

市基层社区以及绝大多数经由城镇土地扩张而形成的城中村社区既建

立了社区经济组织( 比如公司) ，也设立了社区居委会，形成治理的“双

轨并行”格局。但社区经济组织的权力与财力远远大于社区居委会。
尽管原社区居民中的多数已人户分离，成为“不在地”居民，但却拥有

户口属地的剩余索取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吊诡的是，那些城市人户

分离人口在现居住社区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在现居住社

区参与治理的议事权。与之类似，农民工既没有社区的剩余索取权，也

没有社区治理的参与权，因之也缺少社区认同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降低了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力度。
在市场化过程中，城市政府以户籍为基础建立的社区治理体系已

不能适应高度迁居化社会的需要。为更好地实现“居委会办社会”职
能，国家通过对居民委员会的一系列法治化改造，建构了当前社区组织

的自治性科层化模式，以适应社区变迁后新结构的治理需要。不管是

1954 － 1989 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还是自 1990 年之后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规定“居委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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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委会”属于基层自治组织，组成人员 ( 包括主任、副主任和委

员) 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

( 1954 － 1989 年任期 1 年，1990 － 2017 年任期 3 年，2018 年后每届任

期 5 年) 并可连选连任。①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社区组成人员属

区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聘任人员( 个别社区书记或主任可在工作一定

期限后经合规程序转型为事业编制人员) 。这些聘任人员可能是本城

市户籍居民，但却不是本社区户籍居民( 绝大多数地区不允许流动人

口参与应聘) 。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很多社区，流动人口居民数

量大大超过本地户籍居民数量，但流动人口既无权参与社区管理工作，

也无权应聘社区管理人员。因此，社区治理就变相表现为本城市户籍

居民对流动人口居民的治理、表现为少数本地户籍居民对多数非本地

户籍居民的治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
规定不完全一致。与实际操作矛盾的是，绝大多数物业管理公司的组

成人员却主要是来自外地的流动人口，而非本地户籍人口。他们既不

熟悉区域内的社区治理结构，也不熟悉小区的居民组成状况，形成了典

型的“陌生人治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发生的保安人员殴

打小区业主的问题，就主要是由“陌生人治理”引发的。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社会建设任务都

要通过社区居委会来落实。在政府以其对社区建构的“理想型”指导

社区改造其“现实型”的过程中，社区居委会逐步转型为集行政、自治

和市场职能为一体的综合体。社区居委会既需要自上而下地完成党委、
政府等经由街道安排的行政工作，也需要满足区域内的居民诉求。在行

政职能与服务职能的不断扩充中，居委会组成人员的有限性与其所承担

职能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其逐渐将服务职能与行政职能加以分

化，以行政性的社区居委会对接街道，以服务化的各种“站”“所”对接居

民服务需求，形成名称多样的党群服务中心( 社区服务中心) 、家政服务

中心、社工服务站、社区服务站等，并通过各种标准化建设扩充了社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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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建构，在 198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 2018 年颁布了新的修正版) 、200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

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201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都

有明确规定: 第一，社区区域内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不参加所在地的社区居委

会。第二，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

户派代表选举产生。第三，一个社区原则上设置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共活动中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养老订餐送餐服务中

心、少儿幼儿照看服务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等。① 社区的扩大与网格化单

元的增加使社区的管理成本上升，居委会行政职能的扩充和服务职能的

扩延增加了其内设机构的科层化层级。② 与此同时，居委会也通过市场

购买了类型多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为加强社区设施的管理，各地开始推

行社区党支部 /党委书记通过合法选举兼任居委会主任的做法，进一步

集中了居委会的权力结构，使来自科层结构的他治主体———“书记”和社

区自治的民选主体———“主任”结合为一体，以便将自上而下的科层意志

与来自居民的服务诉求融会贯通，达到党建引领意义的多方共治。
这个看起来能够满足多元需求的改革，在复杂的现实中产生了千

差万别的结果，使各个社区都具有其自身独具的特征。差别中的共性

是治理成本的迅速攀升。社区居委会及其各种服务机构以及类型多样

的活动中心既增加了治理所需的用人需求，也增大了社区建设或社区

营造的项目经费压力，还增加了日常营运成本，从而加大了地方财政负

担。在各省( 自治区) 的省会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及财政经费支持力度

较大的街道所属地区，居委会及其附属机构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示范

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偏远地区、财政收入较低的贫困地区，社区居委

会的工作力度小、组成“标准化”社区成员的数量少，活动中心场所比较

简陋，社区的“三社联动”流于形式。在类似社区，专业社工的活动也微

乎其微，社区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虽然在人员的归口上，社区党支

部 /党委书记归于党的部门管理、居委会主任归于民政部门指导，社区网

格员归于政法部门选派，办事大厅的雇员也都有其渠道支持，但其活动

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或生活补贴等都来自财政经费。各个小区楼长

与单元长的补贴更需要政府出资。没有地方财政的支持，各种类型的社

区营造项目，就难以顺利推进。因此，在经济上行过程中社区治理成本

易于解决，在经济下行过程中社区治理效果就难以高质量地维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是宏大社会的转型过程，也是社会转型

推动下基层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过程配合了单位制的解体

与后单位制的形成，也以“居委会办社会”的方式部分解决了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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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探索创新过程中，上海市成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等具有示范意义，类似的中心全部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为强化居委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政府建构的社区理想型只能向有人办事、有钱办事

和有场地办事方向发展。



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过程的归属与治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改革所造成的“原结构之原功能损失”，达到了以下治理目标。其

一，通过便捷的服务供给建构起新的社会稳定机制，解决了居民与民生

相关的办事难问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渠道，形

成了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组织网络。其二，社区的运行，在自上而下

的意义上延长了政府之手，通过各种“办社会”的项目制配置，搭建起

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融通机制。其三，通过社区党支部 /党委会书记

兼任居委会主任与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方式，强化了党的领导，在基

层社会建构起一元多方的领导体系。其四，通过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加

强了党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以“网格长”“楼栋长”和“单元长”
等科层安排，形成信息供给的上传下达渠道，在“政社联动”“警社联

动”等制度配置中组建起治理体系，提升了治理能力，供给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社区治理需求，为中国的改革稳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也衍生出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结构性负功能。

二、“强他治”与“弱自治”: 制度规约与治理短板

前已述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社区结构发生了重大转

型，这种转型要求社区在功能建设上形成升级态势，使社区之结构与社

区功能进一步和谐适配，在提升“硬件”的同时加强“软件”的升级。这

要求社区尽快补足短板，发挥其应有的基层统筹协调作用，解决社区建

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居民不断增加的差异化需求。
第一，社区居委会作为最主要的治理主体，具有很强的“他治”代

理性，而社区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发育不足，主动自治性较弱。社

区治理能力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地方党委或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程度。但

党政领导越重视，社区居委会就越易于表现出“居委会办社会”的“强

他治”特征，同时也越难以开发治理所需的其他主体力量，①进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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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社区的“自治”与“他治”问题，学界长期处于争论状态。但强调自治的学者也不完

全否定政府介入的可能性，强调他治的学者也经常论及自治组织的重要性。客观而言，

纯粹自治的理想型并不存在。在传统中国社会，虽然存在宗法关系与乡绅等，但保甲制

一直沿续到了民国时期。在保甲制之前，三老、里长和亭长的产生过程均在政府部门的

控制之下。因此，所谓“皇( 国) 权不下县、县下唯宗亲”等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说法。



出较强的行政特征。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种资源配置手段中，“社

会”的潜在作用力尚未完全挖掘出来，使社区治理中表现出典型的“对

社会进行治理”与“利用社会自治”的假说疏离。毋庸置疑，《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属于自治组织，但该

法同时也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

居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委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因此，社区居委会有义务

完成街道或街道撤销后区级政府安排的工作，正如村委会和村民小组

需要完成乡镇政府安排的工作一样。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应该肯定社

区的他治性质，也应该健全其自治功能( 田毅鹏，2020 ) 。只有行政职

能和自治职能协作互补，才能满足社区良性发展与有序善治需要。政

府通过市场购买服务、社会通过社区参与多主体的合作治理、市场竞争

实现各方资源的有效配置。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

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尊崇“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

共治共享”原则。在社会力量较弱、难以形成治理能力时，就需要培育

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工机构、居民等参与治理。如果社区内部除居

委会外别无其他主体，就是单方治理而不是多方共治，也就难以开展

“良性互动”。因此，社区建设或社区营造的重点一方面应该放在建设

基础公共设施与组织机构上，另一方面需重视对其自治组织和自治能

力的培养。
第二，社区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的关系还不协调，

常住流动人口与城市人户分离人口不能有效参与治理过程。对社区居

民而言，经常与之发生关系的主体是其居住的小区。代表物业小区供

给服务的是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通过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市场化

选择来满足自己的日常服务需求。从形式上说，小区内部的商品与服

务本质上属于业主购买的“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业主委员会承

担购买与督办职责。因此，即使在基层，社区仍然具有中层的性质，真

正进行日常管理与服务的是“小区”。在业主人户分离较少的小区，业

主委员会易于组建起来。在人户分离多发小区，业主委员会很难组建

或经常形同虚设。换句话说，在现有格局下，业主难以依法监督物业管

理公司，既不能形成购买其服务的议价权，也不能形成监督其保障服务

质量的议事权。只要不发生重大冲突，小区居民均按最初物业管理公

司的定价缴纳物业费，并接受与之相关的服务。但问题是，在只有物业

1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野下的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效能改进



或房屋产权人才有权参加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下，其他租住居民只能作

壁上观。外地流动人口租户是实际的社区居民，但他们却没有对社区

居委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管理小区的参与权，而只能通过出

租人———业主提出建议。同样，如果从居民的实际居住权上考虑问题，

则人户分离的业主与小区和社区没有建构起常态化治理关系。在社区

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的争议中，社区居委会根本起不到实质干预作用，

也难以发挥治理作用。这会消解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但是社区内部

产生的绝大多数矛盾恰恰来源于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

的冲突。要么是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要么是物业管理公司不能按合

同提供服务，要么是社区公共收益被少数人侵占。
第三，社区居委会的功能补足能力参差不齐。社区居委会作为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除维护自身建设外，应将工作重点放在维护社会秩序

与补足物业小区所不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上，从供给侧满足居民的

多元化需求。但在某些老旧小区，物业费征缴困难且缺少自组织自治

力量，因而无法购买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出现“业主管理缺位现

象”，形成事实上的脏乱差问题。在 100 － 200 户的小型社区，这种问题

相对容易解决。在 1000 － 2000 户的中型社区或在 3000 － 5000 户及以

上的大型社区，类似问题就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才能维护正常社区生

态系统的良性运行。① 另外，一旦发生社会风险，出现应急化治理之

需，仅靠 7 － 10 人的社区工作人员很难完成管控任务。在常态化治理

时期，如果能力欠佳，则很难整合各个小区以提升治理效能。有些社区

居委会在缺少物业管理公司的情况下连废水排放与垃圾堆积问题都解

决不了，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第四，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偏低，除社区党支部 /党委书记和居委会

主任等有望转变为事业编制外，其他人员很难长期安心工作，且学历偏

低、年龄偏大，以中老年女性或退休返聘人员为主。② 整个网格员队伍

的流失率较高。再加上很多招聘来的工作人员非本社区居民，对社区

内部情况不熟。一旦发生危机事件，当地政府就不得不“下沉”干部以

支持社区工作，这反过来强化了社区的“他治”特征。长此以往，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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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的社区规模较小，一般设计在 2500 － 8000 人。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 － 2015) 》，指出要积极推进

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 50 万大学生服务

社区计划。



会就形成了类似于政府的工作方式，居委会成员也就越来越渴望进入

体制内，以获得与事业编制人员或公务员等类似的编制，解决“身份”
问题。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能不能解决编制? 能够解决多少编制? 能

首先为谁解决编制? 对这几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社区居委会的稳定性和工作绩效的释放性。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区居

委会与街道或其他党政部门讨价还价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社区工

作人员更希望将社区居委会打造为“基层政府”，更希望将自己转变为

“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更希望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权

力”，而不希望将社区建设成为自治组织，不希望将自己长期定位为社

区服务人员。
社区的治理，在自治的意义上是依靠多元主体进行的共治治理。

但在现有格局下，来自于政府支持的“强他治”特征主要凸现了居委会

的官方作用，却没有完全调动居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这种“弱自治”
局面的产生，发挥不出“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的效力，降低了治理

过程的社会认同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因为治理格局中加

入了“科技支撑”的表述，很多城市也在社区治理中增加了“智慧社区”
元素，并以此回应“智慧城市”建设。但治理在技术意义上的快速改

善，仍未释放“民主协商”的时代意义。社区治理的设计者更加看重居

委会的科层建设，更加重视技术的监控作用，但却忽视了“人”与“人”
之间和谐关系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再造。

事实上，在现代城市社会，不管是常态化治理还是应急化治理，单

纯依靠社区居委会都很难满足结构复杂而又日益庞大的人群治理之

需。现代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的区域介入既可降低治理成本，也可达

到协调冲突的目的。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志愿团体，都必须熟悉社区

事务和服务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将运动式治理或仪式性示范式治理

真正转变为与居民的多元需求密切结合的治理。在居民的阶层和收入

结构提升的同时，居民也增加了治理的参与需求，这需要社区与社会组

织和志愿团体建立日常化的治理平台接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

共同体，达到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目的。在社区力量有限

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参与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

治理的质量。但社区还没有建立较高质量的志愿服务接口，没有形成

志愿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联系纽带。尽管制度建设已经解决了社会

组织与志愿服务的属地化管理问题，但在现实社会中还没有达到制度

3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野下的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效能改进



设计的目标。
另外，在居委会难以与社区内部居民各个主体有效融通的情况下，

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易于“碎片化”，难以在集体记忆中形成集体意识。
社区居民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形成“家户”—“楼层”—“单元门洞”—
“楼宇”—“物业小区”—“周边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的差序格局式的

认同结构，然后再外推到“学校”“医院”“公园”“超市”“理发馆”“饭

馆”“派出所与片警”等，形成与己相关的关系网络。在这种认知取向

下，居民甚至对街巷附近的自行车修理店、配钥匙的摊贩等也很关注，

因为其与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密切相关。但只有极少数居民知道谁是

居委会主任，也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个叫作居委会的机构“整天在忙活

什么”。所以，社区居委会的日常活动如果不与社区居民建立密切的

日常关系，则其存在只对政府有意义，而对居民失去了主观建构意义。
因为对于政府来说，其考虑的是与城市规划相关的社区区划、社区科层

结构、社区管辖资源、社区完成任务的多少与质量等。因此，在社区研

究中，学者们经常发出的问题是: 谁的社区，谁在社区，谁在管理，谁在

建设，谁分享了建设成果，谁在评价社区建设成果，谁应该承担社区衰

落的责任，等等。在这里，认同社区与居委会的差距越大，社区建设的

成果就越难共享。
总之，在社区的不断转型过程中，伴随社区居民需求结构的升级，

单纯依靠“居委会办社会”的治理结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供

给了服务之需，却难以满足现代化多元结构社会的治理要求。

三、从“居委会办社会”到“社区办社会”:

在自治与共治中改进治理效能

在社区中，居委会只是其中的一个主体，只有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

建构起治理体系，形成治理的民主协商机制，才能最终解决“依靠谁”
“服务谁”等问题，也才能从“为居民治理”阶段过渡到“依靠居民治

理”阶段。在当前治理格局下，在继续维持“强他治”特征的同时建构

“自治”的社会组织基础，才能在“共治”中形成“强自治”体系，逐步将

“强他治”模式改造为“强自治”模式。但路径依赖决定了当前“居委会

办社会”的单方治理特征。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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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只有 86. 6 万个，而且其增长趋势处于降低态势。① 在社会组织发

育不力的情况下，依靠社区内部的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以提升治理能力

的假设只在部分地区有效。因此，为推进“居委会办社会”向“社区办

社会”②转型，就必须在新发展阶段进行新的顶层设计，并将基层社会

的社区治理创新从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指引层面。
第一，完善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体系，理顺社区的行政、自治和市

场职能，根据不同治理需求，顺应发展趋势，推进新社区建设的制度设

计。按照 201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通过党的领导建构“一元多方”的治理结构( 一元是党的领导，多方包

括属地政府方、社会组织方、志愿服务团体方、居民自治组织方、属地企

业方等) ，建立健全常态化治理体系和应急化治理体系。为此应该重

点补足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的短板，培育与孵化居民自治力量，激发社

会活力。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治理就得不到普遍认同，治理也就难以

达到秩序化社会的目的。在当前“社会协同”能力较弱的客观情况下，

被行政科层扶持的“强治理”模式是必要的。但自治的“弱治理”状况

需要逐渐改变。没有“强治理”的介入，“居委会办社会”的资金来源就

无法保障。但在“强治理”模式中，既要防止居委会治理责任的无限

化、防止治理成本的无限上涨，也要防止社区居委会的“政府化”和“衙

门化”，更要扶持社会组织在“社会协同”中提升治理能力。
第二，社会治理的重心要下沉到社区，社区治理的重心要下沉到小

区，小区治理改革的方向在于非本地户籍人口( 包括流动人口) 有权参

与治理，在于吸纳租户居民参与民主协商的各个过程，防止社会隔离现

象的发生。迁居化社会的本质就是劳动力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绝大多

数人不会一辈子只居住在一个固定的社区，而会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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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政部，《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 / /www． mca． gov． cn /article / sj / tjgb / ) 。
在社会治理意义上，或者在依靠社会进行社会治理的“自治”逻辑中，居委会作为治理主

体发挥其作为组织的治理作用。在促进社会发育过程中，社区内部的各个治理主体，即

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区治理基金会或社区发展基金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志
愿团体以及居民代表等应该在“社区议事会”或类似平台中发挥治理作用。本文所指的
“社区办社会”，是从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资金来源多渠道化、治理需求多样化、“治理

的去管理化”意义上建构的治理模式。其基本假设是“社区是开放系统而不是封闭系

统”，“居委会只在治理中负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居委会承担的是治理职能而非

管理职能”，“治理结果为居民共享但治理过程并不必然获得全体居民支持”，“治理的主

要依靠力量逐渐从居委会过渡到社会组织”，“治理的主要资金需求逐渐从财政转向社

区基金会”，“志愿组织是服务供给的必要补充力量”。



市内部的社区与社区之间搬迁。因此，应将物业小区纳入社区组织建

设，强化业主委员会的管理功能，赋予实际物业使用者以使用权意义的

议事权，吸纳流动常住人口参与基层自治，使社区居民委员会体现出

“居民意义”的治理参与权，达到谁是社区居民谁就有权参与治理的目

的。① 因此，在社区居委会人员组成中，不应以户籍限定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而应结合物业所有权和常住居民的物业租有权成比例地分配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能简单将人口区别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进

行制度安排。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很多租户被隔

离在外或被强制劝返，无权使用已经付款租用的物业，出现缴纳了租金

却不能享受租房的现象，形成租户与业主之间、租户和物业管理公司之

间、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损害了迁居型常住居民的权

益。某些小区的安保人员之所以借故“阻拦”租户的进入，就在于租户

没有小区议事权。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原有的管理制度应适应新时

代的要求，尽快进行改革。那种依据户籍制度设计的社区治理与社区

服务的合理性建立在传统社区的封闭性理论假设之上。在社区市场化

程度逐步加深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吸纳居住在本社区的流动人口参与

社区治理，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现实需要，小区内部的隔离不利于居民

之间的团结。如果动摇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形成某些人“认同”与某些

人“不认同”意义的社会撕裂，则不但社区的治理有序难以为继，就是

在社区所属小区内部，也难以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全部利益。房东与

租户属于利益共同体，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组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只

有以常住人口为基础建立“开放性”和“常住型”动态治理体系，才能适

应现代化引领的社会变迁之所需。
第三，促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扶持各类社区平衡发展。根

据财政实力有计划地安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强城乡结合部小区建

设，加强新建物业小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内机关家属院、企业大院与

各类物业小区的综合协调治理能力。在社区人口规模趋于增长的态势

下，不管是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还是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都有赖于社

区内部各个物业小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对那些治理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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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国家以居民居住本社区时间的长短赋予其参与治理权限的大小，也赋予其享受基本

公共服务的多少。其实，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在“划片入学”这种政策的配置上也体

现了这一原则。



弱、治理体系尚不健全、留有历史问题的社区和物业小区，当地财政部

门( 或主管单位) 应予适当支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培育小区治

理能力，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建立社区与区域内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治理成本分摊机制。为控制社区治理成本，还需

将业主委员会组织起来，以之平衡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失衡现状。
与此同时，应继续打造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属地

化接口，形成“多方共治”的参与局面，体现出治理的专业化、法治化效

能，从而降低社区业务经费的高度财政依赖性。结合“他治”任务要求

与“自治”体系建设，搭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化解

平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社区服务需要，避免社区内部资源竞

争中的人群分裂。当然，对于某些在城镇化中直接从农村社区转变为

城镇社区的小区来说，应扶持物业自持自管力量。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越高，社区居民对组织化服务的质量要求就越高。社区居民的社会分

化特征越突出，其异质性就越强，其对服务需求的差异化要求就越

严格。
第四，根据城市经济增速与物价变化提升职业化社区工作人员的

收入水平，根据社区实际常住人口规模确定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建立和

稳定常态化社区工作队伍。应该看到，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社区

工作人员收入水平的低下会导致人员流失现象。在这些地方，即使毕

业于社工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也很少有人愿意到社区工作。要满

足社区的自治需要，就必须建构与其需要相一致的工作队伍，提升社区

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时俱进地培训其专业能力。在稳定小型社区

和中型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同时，要实事求是地扩大 5000 户以上特大

型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应通过社区居民调查，削减街道安排的一些居

民需求较少或根本没有必要的业务，将有限的人力用于民生保障与秩

序化社区等基本公共服务上。与此同时，应完善社区的独立法人资格，

在推荐社区党支部 /党委书记兼任社区居委会主任和社区经济组织管

理人员时，有意识地整合社区资源，健全社区治理的财务体系，形成透

明公开的财务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厘清政府购买服务、社区自治服务

和市场化生成服务的关系，有效化解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房屋

实际租户等矛盾冲突。在有条件的地方，还需要扶持社区发展基金会，

吸收社会资金参与社区治理。只有发展壮大社区发展基金，才能降低

社区治理对地方财政的强依赖关系，厚植社区自治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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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建立社区服务的第三方牵头评估制度，吸纳社区、业主

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租户代表、志愿团体等多方参与，健全监督机

制。尤其是对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质量问题和社区公共服务质量问

题，更要通过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建立制度性、自治性监督

体系。要走出运动式治理的“整治—反复—再整治—再反复”怪圈，通

过建立物业管理公司黑名单制度，加强市场监管，淘汰缺少现代管理能

力与难以提升服务质量的物业管理公司。在“政府—市场—社会”良
性互动中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目的。

总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会更高，城

市的结构也将更为复杂，城市内部各个社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将更为凸显，社区居民构成的老龄化和迁居化特征也将同时并存，

社区也会在不断转型中释放出更多结构与功能的适配性治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新发展阶段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社区治理

缺陷所显示的短板效应会被多元化的媒体放大。因此，未来社区仍将

面临新的治理难题。在“居委会办社会”模式中，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

提升以及居民对社区治理质量的升级诉求，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居委会

将继续增加服务供给，继续扩大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规模，继续要求为其

增加福利待遇与生活补贴，继续期望居委会工作人员有机会转变为事

业编制人员，或继续谋求建构其转变为公务员的行政运转机制。这种

在“无限责任”假设指导下的“居委会办社会”的质量，将主要依赖财政

经费的支持力度。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服务需求是刚性增长的，但财政

增速却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速。在经济增速减缓的理论研判中，“无限

责任”社区治理的项目制的可持续性正在经受转型考验。因此，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将“单位办社会”的管理模式升级为“居委会

办社会”的治理模式，不但必要而且还具有路径依赖意义的实践创新

性。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新征程中，还需要在治理体系建设

中继续将“居委会办社会”升级为“社区办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利用

社区内外部社会力量建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
社区内外部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决定了“社区办社会”的能力。

“以社会力量去治理社会”的理论假设与“以政府力量治理社会”的理

论假设都具有现实合理性。的确，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强大有时会挑战

居委会的权力，也会产生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治理取向的差异性。但

在居民阶层多元化的背景下，要使居民不将矛盾的对象针对居委会背

81

社会学研究 2020． 6



后的政府力量，就必须在“民主协商”中尊重不同社会组织的意见分

殊。只要建立起社区的议事会平台，意见领袖就会在平台内谋求达成

一致的可能性，而不会将治理失效的责任单方面归之于居委会。居民

参与的社会组织越多，就越易于利用社会组织之间的多元协商与平衡

能力解决争端，就越可能借助社区认同意识化解矛盾。
正因如此，必须系统总结现存各种问题，补足短板，建设共建共治

共享的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的自治德治法治能力、激发社会活力、
扩大居民民主协商参与治理的合法渠道，通过自治和共治化解日益高

升的他治成本，一方面，在维权中维稳; 另一方面，以高质量服务供给满

足居民需求。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继续维护好稳定发展的良治善治环境。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1，《中国现代化: 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江苏社会科学》第 1 期。

———，2007，《江村经济》，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国庆，2019，《棚户区改造与新型社区建设———四种低收入者住区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

究》第 5 期。

李友梅，2002，《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田毅鹏，2020，《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社会科学辑刊》第 1 期。

张浩，2019，《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社会学研

究》第 5 期。

张翼，2019，《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格局的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 1 期。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徐宗阳

9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野下的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效能改进



SOCIOLOGICAL STUDIES
( Bimonthly)

2020

6
Vol． 35 November，2020

MAＲXIST SOCIOLOG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pletion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Ｒespects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Modo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Ｒespects Zhang Yi 1……………………………………………………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volves transforming from a settled
society to a relocated society，from a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to a stranger community，

as well as from danwei-run society to community-run society． Based on this process，the
entity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have
changed greatly． While the government shapes the“ideal type”of the community from
the supply side of the construction，community residents also construct the“ideal type”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he community forms its ow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diachronic
dynamics of various forces puts the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from a
“realistic type” to an “ideal type”，manifest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structure，diversified community genres，heterogenous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governance funds，etc． This process results in the co-presence of
“strong governance”and“weak autonomy”．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interest groups，
eliminate conflicts and stimulate vit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forces of
“heteronomy”and“autonomy”，and cultivate legal channels for the“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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